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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ying Development-land Type of the Megacity through the Lens of 
Multisource Data

赵渺希  梁景宇  郭振松   ZHAO Miaoxi   LIANG Jingyu   GUO Zhensong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普及，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也面临着进一步升级，如何将多维数据应用到城市规划成为当前

的热门议题。试图利用网络开放的地址解析数据和传统的现场踏勘校核结合的方式，通过快速的计算分析得到城市各类

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进而实现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综合评定。以广州市天河区为实证案例，选取百度开放平台

数据、新浪微博签到数据和企业名录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源，以现状道路中心线形成的街坊作为主要空间落位单元构建工

作底图，利用熵值赋权法和均方差法实现对天河区现状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和用地性质的综合评定。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g-data application, urban planning technology is facing a further upgrade. 

How to apply multidimensional data to megacities’ plann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Traditional urban land use type analysis is 

drawn through the way of field survey, which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manpow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al strength of various types of urban development land, and then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development land by the network address analysis data and the traditional address analysis data. Taking Tianhe District of Guangzhou 

as an empirical case, this paper selects Baidu LBS data, Sina microblog sign-in data and enterprise directory data as the main data 

sources. Taking neighborhoods formed by the current road centerline as the main space unit,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mean square 

devi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functional strength of development land and mak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land 

type in Tianhe District.

0　引言

随着特大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环境、资

源、人口等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城市规划编制

面临着各种技术瓶颈，而新时期丰富的网络数

据为推动城市规划应用技术的升级提供了机

会。城市用地现状性质图作为城市规划编制的

基础信息资料，反映了规划区中城市功能的整

体布局以及建设用地的性质。一般而言，绘制

城市用地现状性质图的踏勘需消耗大量的人

力资源和时间成本，且用地性质的判别不可避

免地受到现场调研人员的感性判断，从而降低

了基础资料的客观性；基于新技术的支持，在

基于多维数据的特大城市建设用地类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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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初期调研、总规和控规等

法定规划调研的现状核实方面，如能借助于各

类开放数据快速识别一定规划范围内的建设

用地类型，将大大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效率和

客观性。鉴此，尝试提出一种基于多维数据地

址解析的建设用地类型快速识别方法，实现对

特大城市现状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和用

地性质的综合评定。

1　相关研究概述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的

阶段后，我国以土地增长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城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商业游憩区（RBD）规划勘察技术集成应用”（2016A040403041），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于大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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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模式将转变为土地规模限制下的内生

性增长模式[1]，对于城市存量土地的规划编制

需求也日益增加。

近年来，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类型快速增

长，例如微博数据、手机数据、公交卡数据、图

片数据、搜索数据等为城市规划提供了更多

的支持。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如何将这些数据

应用到城市规划中做了一些尝试：研究不同

的数据对于城市研究、规划方面使用的潜力

与障碍[2-3]；利用报纸数据的文本分析，对土地

利用和社会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究[4]；使用移

动定位数据分析游客进行旅游消费空间的季

节性分布，并研究了游客的典型路线[5-6]；基于

手机信令数据研究城市环境与通勤特征，进而

测度城市就业中心体系[7-10]；利用手机信令数据

与社交媒体数据研究城市时空人群分布与居民

活动[11-13]；通过多种数据的整合与分析研究城

市的空间布局，并对布局的调整提出指导[14-15]。

而在城市功能识别方面，国内外学者也

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例如，利用GPS数据和

网络数据分析城市和乡村区域的土地使用情

况[16]；通过手机通话记录、手机定位信息识别

土地利用类型和利用现状，判断城市功能区

及其混合程度[17-19]；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城市

规划工作、城镇体系现状进行评估[20-21]；基于

社交媒体数据判断城市土地利用类型[22-23]；基

于城市交通刷卡数据识别地铁站周边地区的

土地利用情况[24-25]。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于各类数据的用

地识别已有过一定的探索，但既有的研究主要

判断特定的活动功能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

而并不直接指向建设用地的类型，不利于全面

判断建设用地的利用现状。再者，既有的研究

中利用的数据集中在手机定位数据、电话呼叫

记录、交通卡刷卡记录等获取门槛较高的数据

源，收集此类数据的困难成为相关研究进一步

展开的阻碍。在数据日益多元和丰富的今天，

依靠互联网开放的多维数据进行地址解析生

成城市规划中常用的用地类型图已经成为可

能，但以此为目标的用地识别方法有待进一步

深化。鉴此，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根据城

市建设用地分类标准，实现多维数据识别各单

元地块中的建设用地类型，以期提高特大城市

的规划编制工作效率。

2　数据收集与用地识别技术

本文基于既有研究，针对城市规划编制

的用地类型识别需求，对开源性的多维数据

进行地址解析，实现建设用地类型的快速识

别，具体方法包括以下4个步骤：（1）收集整

理基础数据；（2）对各单元用地的不同功能

强度进行测定；（3）对各单元用地的性质进

行综合判定；（4）对用地性质的识别率和准

确率进行评定。

2.1   基础数据收集

研究以网络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包

括百度开放平台数据、新浪微博开放平台数据

等，辅以企业名录等数据以丰富数据来源，并

针对不同类型的用地分别选取不同的数据来

源。利用现有开放平台的地址解析工具对所挖

掘的各项数据进行地址解析，通过GIS系统将

网络数据和传统数据统一空间落位和坐标校

正，并以识别范围边界、建设用地范围和现状

道路网作为建设用地类型识别的工作底图，以

便下一步进行分类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和用

地性质综合评价。

2.2   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功能强度的强弱反映了特定用地功能性

质所承载的活动和功能主体在特定单元地块

中出现的频率高低。在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

测定方面，首先从各类建设用地的性质特征

入手，分别选取不同的数据源作为评价测定

的要素（表1），以道路中心线划分的街坊单

元作为空间落位单元，并对单元内不同数据

源的原始化数据进行汇总统计。

在此基础上，对按单元汇总之后的绝对数

据值采取熵值赋权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和权重

计算，解决不同数据源造成的量纲不一致的问

题。熵值赋权法是由各个样本的实际数据求得

最优权重，因而给出的指标权重具有客观性和

可信度[26]。然后按照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权重进

行标准值叠加，最后通过计算单元汇总的标准

值与空间单元面积的比值得到各类用地的功

能强度分布情况。

各类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模型为：

                                     （1）

其中：

式中的G_i为第i个单元的用地功能强度，

α_k为第k类数据要素的权重，β_ik为第k类

数据要素在空间单元i中的设施数量，P_ik为

第i个单元内第k类数据要素的标准值，S_i为

第i个单元的建设用地面积（其中i=1，2，…， 

m；k=1，2， …， n）。

表1  各类建设用地功能强度测定的主要数据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用地类型 百度开放平台数据 新浪微博数据 企业名录数据
R类用地 √ √
A类用地 √ √
B类用地 √ √
M类用地 √ √
W类用地 √ √
S类用地 √ √ √
U类用地 √ √
G类用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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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综合判定

在完成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

定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的计算方法对各单元

的用地性质作显著性判定。均方差法是一种适

用于要求严格的综合评价权重确定方法，具有

思路清晰、计算简便、客观性强等特点[27]。在现

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性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用

地兼容性特征和依从关系重新细分了新的用

地性质分类，主要包括：居住用地（R）、居住混

合用地（R+）、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A）、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公共服务和

商业混合用地（A/B）、绿地与广场用地（G）、

工业仓储混合用地（M/W）、公用设施与道路

交通设施混合用地（S/U）、其他混合用地（O）

和未能判别用地性质的用地（N）。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居住用地与其他

用地的混合、商业用地和公服用地的混合程度

较高，在此提出了居住混合用地（R+）与公共

服务和商业混合用地（A/B）；此外，由于公用

设施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和物流

仓储用地的数量较少、样本数据也较为缺乏，本

研究概括为工业仓储混合用地（M/W）、公用设

施与道路交通设施混合用地（S/U）；对于其他

各种复杂的混合用地在本研究中不作进一步细

分，在此统一归为其他混合用地（O）。

建设用地性质显著性判定和综合评定的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合并用地，计算单元用地功能强度

平均值。在8类用地功能强度的基础上，分别将

公用设施用地和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

和物流仓储用地进行归并，得到6类用地的功

能强度G_ik  。

然后计算6类用地的平均值Q_i，计算单元

用地功能强度的标准差δ_i下一步，判断单元

用地功能强度的显著性：

   （2）

式中：(i=1,2,…,m；k=1,2,…,6).

根据赵渺希、郭振松（2015）[28]的发明专

利中的阈值进行判断，具有良好的用地功能显

著性效果，若G_ik>0且R_ik≥0，则判定单元内

该类用地功能显著；反之，则不显著。

最后，在得到各单元用地性质显著性的基

础上，可根据用地主导功能、用地依从关系、用

地兼容性以及航拍影像图等方式对用地进行

判定（表2）。

在此基础之上，将各单元的用地分类信息

导入GIS系统中的空间单元进行分类显示，借

助卫星航拍影像图和电子地图对难以识别的

混合用地单元进行辅助判定，得到城市各类建

设用地性质划分图。

2.4   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校核

在建设用地性质快速识别完成之后，对生

成的用地类型划分图分别进行用地识别率和

用地识别准确率的判断（图1）。当它同时满足

这两个要求时，即可判定基于地址解析数据的

建设用地类型快速识别完成：（1）若建设用地

性质的识别率越高，则说明能被明确判别类型

的用地越多，识别效果越好；反之，则识别效果

越差；（2）基于现场踏勘的现状图进行准确率

的分析，该值越高，说明该方法对建设用地性

质的识别越准确；反之，则识别越不准确，若该

值过低，需通过数据纠错或校核的方式重新进

行计算分析。

3　实证案例展示

天河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辖区面积

136.57 km²，建设用地面积91.43 km²，2015

年区内常住人口154.57万。天河区辖内建设用

地的类型丰富，也包含大量的混合用地类型，

是用地类型快速识别的理想研究对象。因此本

研究选取广州市天河区为实证分析对象，基础

底图来自广州市天河区规划分局信息中心提

供的GIS平台。

3.1   基础数据整理

根据城市建设用地性质的类型，将获取的

数据分为相应的8类进行整理，在GIS系统中

进行空间落位，并进行坐标转换和数据纠偏。

以现状城市道路中心线对现状建设用地进行

划分，将由城市道路围合形成的街坊单元作为

数据落位的空间单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

于部分空间单元缺乏相关的地址解析数据，此

时将部分缺失地址解析数据且道路网较为密

集的街坊单元进行合并，提高建设用地性质的

识别率。由于部分地址表达不清或错误而导致

无法正确进行地址解析，失败率约为0.6%，基

用地类型 判定标准
居住用地（R）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居住用地功能
居住混合用地（R+） 单元内有两种或以上显著性用地功能，且包含居住用地功能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公共服务用地功能
单元内有两种或以上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公共服务用地功
能与绿地、工业仓储、市政道路用地功能混合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商业用地功能
单元内有两种或以上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商业用地功能与
绿地、工业仓储、市政道路用地功能混合

公共服务和商业混合用地（A/B） 单元内有两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公共服务用地功能和商
业用地功能

绿地与广场用地（G）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绿地与广场用地功能
单元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绿地与广场
用地功能与工业仓储、市政道路用地功能混合

工业仓储混合用地（M/W）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工业用地功能或者物
流仓储用地功能

公用设施与道路交通设施混合用地
（S/U）

单元内只有一种显著性用地功能，且为公用设施用地功能或
者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功能

其他混合用地（O） 单元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显著性用地功能的其他情况
未能判别用地性质的用地（N） 没有显著性用地功能

表2  用地类型判定标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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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影响建设用地性质的识别。

3.2　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以选定的测评数据源作为各类型功能强

度的测定要素（表1），以道路中心线划分的街

坊单元作为空间落位单元，并对单元内不同数

据源进行汇总统计。

在此基础上，对按单元汇总之后的绝对数

据值采取熵值赋权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和权重

计算，然后按照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权重进行标

准值叠加，最后通过计算单元汇总的标准值与

空间单元面积的比值得到各类用地的功能强

度分布情况（图2-图9）。

根据用地功能强度显示得出的结果，天河

区内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功能以及商业服务功

能分布最为广泛，总体功能强度最高。就居住

功能而言，功能强度较高的用地主要分布在中

山大道沿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主要分

布在龙口区域、石牌—五山高校区域；商业服

务功能重要集中在中山大道沿线，体育西—石

牌桥商圈尤为明显；道路交通设施用地以火车

图1　基于多维数据的特大城市建设用地类型识别
方法的具体实现技术流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居住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物流仓储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工业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道路设施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东站区域强度最高；工业、仓储用地分布集中

在靠近黄埔区的东部地区；绿地与广场功能较

强的用地分布较为广泛；公用设施功能强度较

高的用地零星分布。功能强度测定结果基本符

合天河区建设用地使用现状。

3.3　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综合评定

在完成天河区各类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

测定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的计算方法对各单

元的用地性质作显著性判定（公式（2）-（4））。

在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性质分类的基础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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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用地兼容性特征和依从关系进行用地性质

划分，并将各地块单元的用地分类信息导入

GIS系统中的空间单元进行分类显示，借助卫

星航拍影像图和电子地图对个别难以识别的

混合用地单元进行人工辅助判定，得到城市各

类建设用地性质划分图（图10）。

3.4　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校核

在建设用地性质快速识别完成之后，对生

成的用地类型划分图分别进行用地识别率和

用地识别准确率的判断。广州市天河区建设用

地性质识别的空间单元数量为847个，其中未

能判别用地性质的空间单元数量为12个，计算

可得其建设用地性质的识别率θ为98.58%，

识别程度较高。

准确率方面，划定取样范围面积为15.8 

km²，通过地址解析数据可以得到天河区内建

明准确性较好。

4　讨论

在互联网数据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利用不

同来源的数据快速识别特大城市的建设用地、

提高城市规划编制效率已成为可能。本研究提

供的是一种基于多维数据地址解析的建设用

地类型快速识别方法，与传统的实地勘察和调

研进行绘制现状用地性质分析图相比，大大缩

减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提供了一种更为便

捷、快速的现状用地性质识别方法。本研究以

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完成了区内城市建设用地

类型的识别，校核证明该方法识别效果较好。

现实中，城市建设用地往往是多种功能的混

合，而不是单一性质，本方法的特点是在现行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多种

混合用地的工作方式，这一流程更加符合特大

城市建成区的实际功能承载情况。

由于本研究是建立在地址解析数据的基

础上完成的，建设用地性质识别的识别率和准

确率与数据源密切相关，对于地址解析数据准

确、丰富的城市或区域而言，能够对其建设用

地性质实现快速识别，如上述研究中的天河

区，就具有数据丰富、准确的特点，有利于用地

类型的准确识别，反之，对于数据缺失的区域

则会有一定技术的瓶颈。其次，少部分用地功

能强度判定的数据来源单一，若相关数据有误

或更新不及时将直接影响判别结果。再者，以

网络数据为主的用地类型识别效果与空间单

图8　公用设施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类型划分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绿地与广场用地功能强度测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快速识别的用地现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规划信息中心提供的用地现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设用地的性质（图11），另外通过天河区规划

分局信息中心提供的相关规划图纸，可以在

GIS系统中重新生成现状建设用地性质分析图

（图12），然后通过在GIS系统中比较两张用地

图的一致性，计算准确率。在此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由于天河区内花城广场的地面为绿地，

地下为商业，在快速识别的结果中将其归为商

业用地，自绘的用地现状图将其归为绿地，在

此应将花城广场用地性质识别视为有效；另

外，由于体育西小区、体育东小区均为开放式

的商住混合用地，在快速识别的结果中将其归

为商业用地，规划信息中心提供的用地现状图

将其归为居住用地，在此也应将其用地性质识

别视为具有效。分别统计取样范围内用地性质

一致的空间单元面积和空间单元总面积分别

为13.2 km²和15.8 km²，以准确识别的面积计

算，建设用地性质识别的准确率为83.35%，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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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划分有关，若空间单元划分过小，有可能导

致单元内的功能特征数据过少而无法识别用

地性质；若空间单元划分过大，功能特征数据过

多，判别结果出现混合功能的可能性增加，不利

于对用地特征的准确识别。另外，本研究的工作

底图依靠规划管理部门等提供的道路网图或原

有的用地性质现状图或规划图，适用于对已修

编规划的区域进行规划实施评估或进行重新修

编规划的前期分析，且在实际的使用时仍需要

通过人工现场踏勘予以进一步核实。

随着互联网数据的进一步丰富、数据挖掘

手段的进一步提升，可用于判断现状建设用地

类型的数据将逐渐增加，并促使用地识别方法

日趋完善，总体上将有助于特大城市现状踏勘

的效率提升，并可与规划师的现场主观认知相

印证，从而降低规划基础资料收集处理的随意

性。在未来，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类似的方法

或能广泛运用到指导特大城市的用地功能布

局、用地混合模式、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动态管

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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